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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的概念、过程机制与数智时代延伸* 

熊玉萍  周鑫岐 

(四川师范大学脑与心理科学研究院, 成都 610066) 

摘  要  溢出效应作为描述个体心理状态跨情境迁移的核心构念, 在环境心理、组织行为、消费心理等领域

引发广泛关注, 但长期面临概念边界模糊和机制解释碎片化难题, 制约理论累积与干预转化。本文基于系统性

综述, 构建了心理学领域溢出效应的过程导向理论框架。首先, 提出基于传递主体、传递方向、意图性与扩散

结构四维坐标系, 厘清溢出与补偿、交叉、涟漪等易混淆概念的边界。其次, 提出了以“结构性前提−触发转化

阶段−扩散传导阶段−效果表现阶段”为主轴的溢出发生过程机制模型。最后, 聚焦数字时代人机互动新情境, 

以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提出理论延伸方向。该框架不仅有助于整合现有碎片化证据, 也为数字时代跨情境行

为的干预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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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满则溢”这一朴素隐喻, 精妙地概括了系

统承载超限后内容向外部空间扩散的普遍规律。

在心理学领域 , 这一规律被抽象为“溢出效应” 

(spillover effect)——个体在某一情境中形成的情

绪、认知、态度或行为模式, 非意图地跨越主观

心理边界, 向其他情境迁移并影响后续心理过程

与行为表现的现象。自 Staines (1980)系统性地提

出工作−家庭溢出框架以来 , 该概念已广泛渗透

于环境心理、组织行为、消费心理、临床心理等

多个分支学科, 成为理解个体跨情境连续性的核

心透镜。 

然而, 溢出效应研究在蓬勃发展的同时, 正

面临日益严峻的三重困境。第一, 概念边界模糊, 

界定不清晰。溢出定义常与补偿、交叉、涟漪、

启动、情绪感染等邻近概念混淆, 导致溢出效应

概念不明晰, 阻碍了研究结果的整合与比较。第

二, 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解释碎片化。认知失调、

自我知觉、社会学习迁移等多元理论各自解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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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境下的溢出效应, 长期处于“理论清单”式的

并行状态, 缺乏对溢出效应产生的核心过程机制

进行系统描述。第三, 研究情境滞后, 对新现象回

应不足。研究多集中于传统情境, 对数字时代、

线上线下交互等新场景下的溢出形态、特征与规

律关注不足, 未能及时回应现实情境变化带来的

新问题与新挑战。上述困境不仅阻碍了对心理溢

出本质规律的理解, 也制约了基于该效应设计跨

情境干预的科学实践。鉴于此, 对现有文献进行

探索性的理论整合与方法论反思就很有必要。 

相较于既有综述, 本文的独特贡献体现在三

个层面：其一, 对溢出、补偿、交叉、涟漪进行

基于核心维度的谱系重构 , 澄清各概念的边界 , 

使溢出效应的概念边界更加清晰; 其二, 梳理溢

出的产生并构建发生过程机制模型, 完善溢出效

应产生过程的模型架构; 其三, 将数字时代人机

互动情境下的溢出效应纳入理论整合视野, 以过

程机制模型为分析框架尝试回应虚实同场、人机

边界等新现象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为溢出效应研

究的时代转型提供理论准备。 

2  溢出效应 

2.1  概念溯源与定义 

溢出效应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最早植根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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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领域。Marshall 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外

部经济”概念被视为其思想雏形 (Wagner, 1891), 

其后经济学将溢出效应定义为某一经济主体的行

为、决策或经济活动通过非市场交易渠道, 对其

他经济主体或整个经济系统产生的间接、非意图

性的影响。随着这一概念与各学科的交叉融合 , 

其定义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如在药物经

济学、卫生经济学与健康经济学中, 溢出效应是

指一项卫生干预措施(如药物治疗、公共卫生项目

等)对目标患者以外的个人或群体(如家庭成员、照

护者或其他社会成员)所产生的非预期的健康、福

祉或经济方面的影响, 包括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

(Mendoza-Jiménez et al., 2024; Muir & Keim- 

Malpass, 2020)。此外, 不同经济学领域也探究关

注了不同的溢出效应, 比如技术溢出、知识溢出、

空间溢出等(Barboza, 2024; Li et al., 2025)。 

外部性与非意图性的双重内核, 在跨学科迁

移中被心理学领域继承并重构。心理学对溢出效

应的系统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中后期工作−家庭冲

突议题。伴随女性大规模进入职场, 职业女性普

遍面临工作与家庭双重角色叠加的现实压力, 由

此引发的资源分配与情绪传递现象, 成为心理学

研究溢出效应的现实起点 (Barnett & Marshall, 

1992; Baruch et al., 1987)。角色紧张理论(Role 

Strain)与资源有限理论(Resource Depletion Theory)

为此也提供了最初的理论视角, 个体作为有限资

源的承载者, 对某一角色的投入、压力或满足感

会因其心理系统的整体性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他

角色的表现(Baumeister et al., 1998; Goode, 1960)。

Staines (1980)将这一现象界定为工作领域的经历

向非工作领域渗透的过程 , 奠定了工作−家庭溢

出研究的经典范式。正如职场中的工作压力、情

绪状态常伴随个体回归家庭后, 无意识地影响家

庭互动质量(Li et al., 2024; Pluut et al., 2022)。反

之, 家庭领域的矛盾压力也可能反向干扰其职场

表现(Chen & Zheng, 2025; Dilworth, 2004)。此后, 

该概念逐步拓展至环境行为(Nilsson et al., 2017)、

消费心理(Ross, 2025)、人机互动(Tey et al., 2024)

等多元情境。随着不同学科的交叉互动, 溢出效

应的内涵得以进一步扩展、分化和情境化。其中, 

环境心理学领域的贡献尤为系统与突出, 主要集

中在环保行为的溢出效应, 即个体从事某一项环

保行为(初始行为)后, 对其后续其他环保行为(非

目标行为)的发生概率产生的影响, 涵盖行为间溢

出、情境溢出、时间溢出(刘建一, 吴建平, 2018; 

Behn et al., 2025; Nilsson et al., 2017)。虽然心理学

界对溢出效应缺乏统一的定义, 但广义上认为溢

出效应是个体的情绪、压力、态度或行为从一个

情境不自觉地带入、流动或影响到另一个情境领

域的过程(Galizzi & Whitmarsh, 2019)。 

为了后面过程模型的构建, 本文结合经典论

述与交叉学科最新进展, 将溢出效应定义为：个

体的内在心理状态(如情绪、认知、态度、动机或

行为模式)非意图地跨越其主观心理边界(如领域、

角色或任务的心理表征), 从某一初始领域(情境

或社会关系), 向其他关联或非关联的领域(情境

或社会关系)迁移, 并对后续心理过程或行为表现

产生(积极、消极或中性的)影响。此处的“非意图

性”指向结果层面 , 即个体并非出于特定目的或

动机而主动寻求跨情境影响, 而非预设全过程无

需意识参与。 

总之, 该定义明确了 4 个核心特征：(1)内容

的多维性：涵盖情绪、认知、态度、动机、行为

等多种心理状态; (2)方式的非意图性：区别于动

机驱动的主动调节; (3)边界的可渗透性：能够跨

越角色、领域等主观心理界限; (4)方向的时序性：

从初始领域向后续领域的跨情境传递。 

2.2  易混概念的四维辨析框架 

在跨领域互动研究中, 溢出效应常与补偿效

应、交叉效应、涟漪效应等相邻概念并存讨论。

为系统厘清各概念边界, 凸显溢出效应的核心内

涵。本文构建以传递主体、传递方向、结果意图

性、扩散结构为核心维度的四维辨析框架 (见

表 1)。 

2.2.1  溢出效应与补偿效应 

在探讨工作与家庭等跨领域互动机制时, 溢

出效应与补偿效应的边界模糊性一直是研究的核

心争议点。二者虽同属解释不同生活领域间相互

影响的核心概念, 但其内在逻辑与作用方式存在

本质差异。 

Staines (1980)对二者的概念区分具有奠基意

义。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指个体的心理状态、

态度或行为模式从某一领域(如工作)非意图地迁

移至另一领域(如家庭), 致使两个领域在体验或

行为上呈现相似性与连续性。其核心在于心理状

态的跨情境同向传递, 像工作中的体验会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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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溢出效应与易混淆概念的四维辨析框架 

概念 传递主体 传递方向 结果意图性 扩散结构 核心观点 

溢出效应 个体内 同向延续 非意图 点对点迁移 心理状态的跨情境自然渗透 

补偿效应 个体内 反向互补 动机驱动 点对点转移 为弥补缺失而进行的主动资源再分配 

交叉效应 个体间 同向/反向 可意图/非意图 二元传递 主体间的情绪、压力、资源人际传染 

涟漪效应 系统内/系统间 多向辐射 非意图 网络状扩散 初始事件通过社会网络触发的连锁反应

 

“渗透”至家庭生活中。例如, 职场中的人际社会压

力会通过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溢出至家庭, 引发

夫妻间的消极互动行为(Pluut et al., 2022)。补偿效

应(compensation effect)则指个体为抵消某一领域

的不满或缺憾, 通过主动调整资源分配(如时间、

注意力、情感投入)或寻求替代性满足, 在另一领

域获得补偿性体验。其核心在于动机驱动的反向

调节, 即个体有意识地在不同领域间寻求平衡。

例如, 当管理者面临工作角色压力时, 可能通过

减少加班、增加家庭参与来缓解工作不满对整体

幸福感的冲击(Edwards & Rothbard, 2000; Staines, 

1980)。 

综合来看, 溢出效应与补偿效应的核心区别

可归纳为三点。在传递方向上, 溢出是同向延续, 

补偿是反向互补; 在结果意图性上, 溢出是跨领

域影响作为非意图的副产品, 补偿是目标导向的

主动调节; 在领域关系上, 溢出强调领域间的相

似性与连续性, 补偿强调领域间的差异性与互补

性。二者的联系则体现在均聚焦跨领域影响的发

生路径, 均受时间、精力等有限资源的约束, 且可

在同一情境中并存。例如, 工作不满既可能通过

溢出效应直接降低家庭满意度, 也可能通过补偿

效应促使个体增加家庭投入以寻求心理平衡。这

两种机制共同塑造着个体在不同领域的整体体验

与行为选择(Edwards & Rothbard, 2000; Singh & 

Selvarajan, 2013; Staines, 1980)。 

2.2.2  溢出效应和交叉效应 

在厘清个体内部的心理调适路径后, 研究视

角进一步延伸至个体之间的人际影响过程。当影

响跨越个人边界, 在亲密关系中流转时, 交叉效

应 (crossover effect)成为解释这一现象的核心概

念。交叉效应是指一个主体的体验、情绪、行为

或资源通过互动有意图地分享或无意识地传染给另

一个相关主体, 并影响其心理状态的过程, 本质上

是心理状态的人际间跨个体扩散(Westman, 2001)。 

溢出效应与交叉效应的核心区别可归结为传

递主体与影响范围两个维度。在传递主体上, 溢

出效应发生于同一主体内部, 是心理状态在不同

领域间的跨情境延伸; 而交叉效应发生于不同主

体之间, 是心理状态在人际间的跨个体扩散。在

影响范围上, 溢出效应聚焦于同个体在不同领域

间的迁移(如从工作到家庭), 而交叉效应聚焦于

主体间的传递(如从丈夫到妻子)。简言之, 溢出是

自我状态的跨域渗透, 交叉是他人状态的人际传

染 ( 严瑜 , 王轶鸣 , 2016;Bakker & Demerouti, 

2018)。二者的内在联系体现在时序递进与机制互

补两个方面。在时序上, 交叉效应通常以溢出效

应为前提, 即个体首先经历自身心理状态在不同

领域间的迁移, 而后这种被“携带”的状态才可能

通过人际互动影响他人。在机制上, 二者共同构

成从个体内部到人际之间的完整影响链条, 溢出

是个体内部的桥梁, 连接不同生活领域; 交叉是

个体之间的桥梁 , 连接不同社会主体(Bakker & 

Demerouti, 2018; Yan & Wang, 2016)。 

此外, Bakker 和 Demerouti (2018)提出溢出−

交叉模型(Spillover-Crossover Model, SCM), 该模

型以角色冲突理论、资源稀缺理论、情感传染理

论为基础, 系统阐释了跨领域、跨主体影响的全

过程。即工作或家庭领域的触发因素首先通过溢

出效应影响个体自身另一领域的状态, 继而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人际互动机制产生交叉效应, 最终

影响相关主体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溢出−交叉

模型为理解个体内部与人际之间的心理传导提供

了整合性的理论框架, 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分

析工具。 

2.2.3  溢出效应和涟漪效应 

在探讨工作−家庭等跨领域互动中心理状态

迁移的辐射范围与传播路径时, 溢出效应与涟漪

效应(ripple effect)的概念也容易混淆。涟漪效应又

称连锁反应, 指个体感知到的事件后果所产生的

扩散性影响, 即一个焦点事件不仅会产生直接、

即时的后果, 还会引发一系列间接、远端的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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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Maddux & Yuki, 2006)。该效应强调影响在系

统或领域内部、或向更广泛但同质周边的扩散过

程 , 其结构如同石子投入水面泛起的层层波纹 , 

呈现网络状、连锁式的传播特征, 主要见于社会

传染、情绪感染、人际互动等研究领域(Barsade, 

2002; Oh & Kilduff, 2008)。 

溢出效应与涟漪效应的本质区别体现在分析

层级与扩散结构两个维度。在分析层级上, 溢出

效应聚焦于个体内或二元关系间心理状态的直接

迁移, 其作用机制根植于个体心理资源的连续性, 

分析路径相对线性且预设; 而涟漪效应跃升至系

统层面, 关注初始事件通过社会互动与网络结构

所触发的多向、非线性连锁扩散过程, 旨在动态

刻画影响的传播路径、波及范围及其在复杂系统

中的演变。在扩散结构上, 溢出效应是点对点的

线性迁移, 核心在于解释影响的具体内容与方向; 

涟漪效应则是网络状的连锁扩散, 影响路径可覆

盖无直接关联的广泛对象, 重点关注人们对事件

间接后果的感知敏感度与扩散范围 (Maddux & 

Yuki, 2006; Wayne et al., 2017)。 

尽管存在上述本质区别, 二者在实际现象中

却紧密关联。一个强烈的溢出事件完全可能成为

引发一系列涟漪效应的初始扰动, 构成从微观发

生到宏观扩散的完整影响链条。在这一链条中 , 

溢出效应是涟漪效应的必要起点与核心驱动力。

它解释了心理状态或行为如何从特定源头直接迁

移至邻近领域, 为后续连锁反应提供了初始的能

量与内容; 涟漪效应则描述了这种初始溢出嵌入

复杂社会系统后的演化过程, 通过人际互动、网

络结构等系统属性被放大、传导, 最终形成超越

直接关联的广泛影响 (Maddux & Yuki, 2006; 

Wayne et al., 2017)。 

值得注意的是, 也有研究将涟漪效应视为溢

出效应的比喻性表达, 认为二者的核心逻辑相通, 

即行为并非孤立存在, 一个行为的影响会跨越场

景、时间或领域持续扩散, 而非局限于自身。正

如 Dolan 和 Galizzi (2015)所言, 行为溢出效应恰

似池塘中的涟漪, 如干预措施(石子)引发的初始

行为(水花)会通过动机链接, 持续扩散至后续行

为(涟漪), 这一隐喻生动揭示了溢出效应的动态

扩散本质。 

2.2.4  小结 

溢出效应与补偿效应二者均聚焦于跨领域影

响, 但溢出效应是心理状态同向的、非意图的自

然渗透, 强调领域间的相似性与连续性; 补偿效

应则是个体为应对某一领域的缺失或压力, 有目

的地、反向地在另一领域寻求替代性体验, 其核

心是动机驱动的主动平衡(Edwards & Rothbard, 

2000; Staines, 1980)。二者并非互斥, 可在同一情

境中并存。溢出效应与交叉效应核心差异在于传

递主体, 溢出效应是个体内的跨领域延伸, 交叉

是个体间的跨个体扩散(Westman, 2001)。二者构

成时序递进关系, 溢出效应通常先于交叉效应发

生, 个体在某一领域的体验首先完成跨情境迁移, 

再通过人际互动引发对他人的影响。溢出−交叉模

型(SCM)正是对这一递进逻辑的理论集成(Bakker 

& Demerouti, 2018)。溢出效应与涟漪效应差异体

现在扩散结构与分析层级。溢出效应是点对点的

线性迁移, 聚焦于个体内或二元关系间心理状态

的直接传导 ; 涟漪效应则是网络状的连锁扩散 , 

关注初始事件通过社会互动与网络结构被放大、

传导的宏观演化过程 (Maddux & Yuki, 2006; 

Wayne et al., 2017), 并且溢出往往是涟漪效应的

起点与核心驱动力。 

此外, 也有研究对其他易于与溢出效应混淆

的常见概念(如启动效应、情绪感染)进行了区分定

义。首先, 情绪感染和溢出效应两者虽都涉及情

绪传递, 但与情绪感染不同, 溢出是个体内部的

情绪传递形式, 涉及一个人的情绪从生活领域(例

如工作)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家庭), 此外离散

情绪溢出还需依赖认知评估 , 传递的可能是效

价、具体情绪内容或二者兼具; 而情绪感染特指

人际间的情绪传递, 是个体的完整离散情绪转移

给另一个体并使二者情绪趋于一致的过程, 以自

动化、无意识的情绪共鸣为核心机制, 仅发生在

人与人之间。且有研究也表明溢出与感染存在联

系, 其情绪溢出和情绪感染均属于情感溢出下的

子类(Antonetti & Valor, 2021)。其次, 启动效应与

溢出效应虽均涉及前序刺激对后续行为的影响 , 

但启动效应缺乏独立的中间行为与动机联结, 而

溢出效应则强调从前序行为到后续行为之间存在

动 机 传 递 的 完 整 连 锁 反 应 (Dolan & Galizzi, 

2015)。而反溢出效应作为溢出效应的镜像反向形

式, 也需与上述概念明确区分, 其虽与溢出效应

均存在专属作用机制与行为联结逻辑, 但核心是

未来目标行为的预期对先前非目标行为的反向影



20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5 卷 

 

 

响, 而非前序行为或刺激的正向传导, 既无情绪

感染的人际情绪传递过程, 也区别于启动效应无

动机联结的前序刺激作用, 而是通过执行功能、

道德许可等机制形成独特的作用链路(Krpan et al., 

2019)。 

综合上述辨析可见, 溢出效应相较于上述邻

近概念的核心特征可归纳为 5 个要件：(1)主体限

定：发生在个体内部, 区别于交叉、感染等个体

间过程; (2)方向一致性：心理状态的跨情境传递

呈同向延续, 区别于补偿的反向互补; (3)结果意

图性：以非意图的跨领域迁移为本质属性, 区别

于补偿的动机驱动与交叉的可意图性; (4)扩散结

构：呈点对点的线性迁移, 区别于涟漪的网络状

扩散; (5)时间向度：以过去对未来的前瞻性传导

为主流形态, 但亦需关注未来对过去的回溯性反

向溢出作为补充。未来研究在使用“溢出效应”概

念时, 应严格满足上述核心要件, 并在研究设计

中提供明确的传递方向与时序证据等, 方能确保

概念使用的严谨性与研究结果的累积性。 

3  溢出效应的过程机制模型 

既有研究对溢出机制的解释分散于认知失

调、自我知觉、社会学习迁移等多元理论视角, 呈

现显著的碎片化。为突破这一局限, 本文主要借

鉴 Lewin (1936)场论所提出的“生活空间−区域−边

界−张力−移动”核心逻辑及 Mehrabian 和 Russell 

(1974)的 S−O−R (刺激−有机体−反应)框架, 将溢 
 

出效应重构为跨领域心理表征的三阶段过程, 构

建过程导向机制模型。该模型以领域 A 事件或情

境为逻辑起点, 历经“触发转化阶段−扩散传导阶

段−效果表现阶段”三阶过程, 内含触发转化、状

态残留、情境过渡、状态再激活和效果表现 5 个

功能环节(见图 1), 系统阐释溢出效应从领域 A 事

件输入, 经心理内容转化传递, 最后到领域 B 表

现输出的完整过程。 

3.1  结构性前提 

溢出效应的发生首先依赖于个体主观心理边

界具备可渗透性。心理边界渗透性是扩散传导阶

段的通道架构, 回答“通道是否开放、能否启动跨

域传递”的问题。Clark (2000)的边界理论为理解这

一机制提供了基础框架。该理论将工作−家庭互动

视为日常跨界行为, 核心概念包括领域、边界与

边界地带。边界是领域间的界限, 渗透性是其核

心属性, 指的是心理边界允许情绪、认知、态度、

行为从一个领域流向另一个领域的程度。该理论

同时指出边界具有灵活性特质(随情境需求调整

的能力)与边界地带融合(领域间重叠的状态)。为

适配一般性溢出效应的过程模型, 本文结合近期

理论进展与理论推导, 认为渗透性是解释溢出通

道基础的核心变量, 直接决定心理状态能否实现

跨情境迁移。而灵活性本质上是个体调控边界渗

透程度的能力体现 ,  属于调节因素的作用范畴 , 

不属于过程机制的必要构成; 边界地带融合则本

质是指两个领域间渗透所需的情境条件, 为渗透 

 
 

图 1  溢出效应发生的过程机制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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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表达提供现实载体, 但不独立决定溢出的启

动。由此, 本文将 Clark 边界理论由描述性框架

拓展为阐释溢出效应生成机制的过程性理论模型, 

实现了对该理论的深化。 

心理边界渗透性作为溢出效应的结构性前提, 

其核心功能在于为心理状态跨情境迁移提供通道

架构。此处的结构并非指静态不变的物理实体 , 

而是指一种功能性的可能性空间, 它界定了心理

状态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跨领域传递。渗

透性的这一通道功能呈现两种表达形态。其一是

基线宽度(特质层面), 反映通道的固有架构特征。

这一层面存在双重差异, 一是个体间差异, 如高

特质渗透性个体(如角色融合者)具有稳定的低边

界强度, 其心理通道的基线宽度较大, 心理状态

更易实现跨域流动; 低特质渗透性个体(如角色分

离者)则具有稳定的高边界强度, 通道基线宽度较

窄, 跨域传递的可能性空间受限(Ashforth et al., 

2000; Kreiner, 2006)。这一基线宽度由长期人格倾

向 、 社 会 化 经 验 与 职 业 训 练 等 逐 步 固 化

(Amirkamali et al., 2024), 构成个体跨领域边界管

理的基线特征。二是个体内差异, 表现为方向不

对称性, 即面对不同领域、事件或角色时, 心理边

界基线宽度本身存在差异。Pleck (1977)提出的“非

对称渗透性边界假说” (Asymmetrically Permeable 

Boundaries Hypothesis)指出 , 家庭边界比工作边

界更具可渗透性, 工作需求更容易侵入家庭领域, 

Frone 等(1992)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 证实

家庭边界天然比工作边界更脆弱, 导致“工作−家

庭”方向的溢出频次和强度在现实中系统性高于

“家庭−工作”。 

其二是动态开闭(状态层面), 反映通道在特

定情境下的动态可用性。依据资源保存理论

(Hobfoll, 1989;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个体心理资源发生显著损耗或增益时, 边界强度

会动态波动, 通道的渗透程度随之变化。例如, 高

强度事件冲击或长期自我调节耗竭可动态提升渗

透性, 使原本较窄的通道暂时拓宽; 而资源充盈

或边界管理策略的有效运用则可动态降低渗透性, 

使通道趋于闭合(Ashforth et al., 2000)。这一动态

过程同样存在方向不对称, 不同方向的动态调控

成本与触发阈值存在差异 , 如“工作−家庭”方向

上微小的日常事件即可触发转化 , 而“家庭−工

作”方向因组织规范的硬性阻隔需要更高强度事

件方能突破; 且个体在家庭情境下对抗工作入侵

消耗的自我调节资源, 显著高于在工作情境下抵

御 家 庭 干 扰 的 成 本 (Frone et al., 1992;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 

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是特质层面还是状态层

面, 二者均属于通道架构的内在属性, 而非外在

于溢出过程的前因变量或调节因素。且本文在过

程机制模型中将渗透性作为整体构念处理, 不单

独区分其交互效应, 以维持模型的简洁性与可操

作性。总的来说, 渗透性作为结构性条件, 是溢出

启动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仅决定传递是否具备可

能性条件。通道开放不代表必有内容传递; 溢出

的最终显现还需经历两个后续阶段：触发转化阶

段生成可传递的心理内容, 以及扩散传导阶段完

成状态残留的情境过渡与再激活。因此, 渗透性

作为“阀门”功能, 其开启仅使溢出成为可能, 而

溢出的“流量”与“方向”则受后续阶段机制与调节

因素的共同塑造。 

3.2  触发转化阶段 

在结构性前提开启的通道架构基础上, 触发

转化是溢出的内容生成机制, 回答“领域 A 事件

如何引发心理变化、形成可传递内容”的问题, 标

志溢出效应的正式启动。 

触发转化过程遵循“事件编码−意义联结−状

态激活”的链式加工逻辑 , 受自动加工与控制加

工理论(Shiffrin & Schneider, 1977)及四重加工模

型(Sherman et al., 2008)启发, 触发阶段兼具意识

与无意识双重特征, 两种加工方式可独立运作亦

可交互并存。首先是事件编码, 个体会结合主观

线索、内在目标与过往经验图式筛选关键信息。

加工以无意识自动感知分割为主, 同时可通过元

认知开展有意识的注意调控。同一客观刺激, 会

因个体注意偏向、感知框架与躯体自我感知的区

别形成差异化编码片段, 而编码产出的信息单元, 

是所有后续记忆加工的基础原材料 (Güler & 

Günseli, 2026; Meyer et al., 2025)。随后是意义联

结, 编码后的信息进一步与个体的自我概念、核

心价值观、当前目标或角色认同进行关联评估 , 

从而被赋予主观意义与自我相关性, 这一环节决

定事件的心理权重并进一步驱动个体更深层的心

理反应(欧阳哲 等, 2026; 万丰华, 陈思静, 2023; 

袁博 等, 2024)。最后是状态激活, 基于上述评估, 

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被唤醒或重构, 形成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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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跨领域传递的心理内容。Edwards 和 Rothbard 

(2000)将溢出的心理内容划分为情绪、价值观、技

能、行为四类核心类型;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将溢出效应划分为情绪、行为、认知三个维度。

其中, 情感类包括情绪状态与心理能量; 认知类

整合了原框架中的价值观与技能溢出, 指个体的

价值信念、评价标准、认知图式与问题解决策略

在跨领域间的传递与应用; 行为类包括自动化程

序与行为脚本。 

触发转化阶段完成从外部客观事件到内部主

观心理内容的质变, 这一转化标志着溢出效应的

正式启动 , 并为后续的跨领域传递奠定内容基

础。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链式逻辑描述的加工序

列的实际加工深度因事件属性与个体状态而异。

对于常规性、低强度事件, 三环节通常依次展开; 

而当面对高强度外部需求冲击时, 事件编码可直

接激活情绪图式, 使意义联结被压缩甚至与状态

激活同步完成, 例如, 剥削型领导引发的工作压

力可直接溢出至家庭领域(Kong et al., 2025), 高

情感投入者对体育赛事的情绪反应可迅速迁移至

后续广告评价(Lee, 2023); 相反 , 涉及审慎评估

的复杂情境, 意义联结则显著拉长, 涉及深度控

制加工。例如, 工具性资源跨领域迁移需经由个

体对资源价值的认知评估与意义建构(Greenhaus 

& Powell, 2006)。这种加工弹性表明, 三阶段加工

并非刚性固定且加工深度相同的流程, 各环节可

能在加工深度上呈现动态伸缩。此外, 初始领域 A

并非仅诱发单一维度的心理变化, 通常是同步激

活个体认知、情绪、行为程序多维度心理状态, 形

成多维并存的综合性心理改变。但基于初始事件

的任务属性与加工侧重差异, 各类心理状态的激

活强度并不均衡, 常表现为某一维度占据主导、

其余维度为辅, 形成差异化的跨领域传递内容。 

3.3  扩散传导阶段 

扩散传导阶段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初始领域

A 的心理状态如何在个体进入后续领域 B 后持续

产生心理影响？前人主流观点将溢出效应视为连

续顺次的行为传导过程, 即初始行为的改变通过

特定心理中介路径影响后续表现 (Henn et al., 

2020), 但关于这一传导的具体过程机制未形成统

一解释, 即心理状态如何从领域 A 进入领域 B 并

重新生效。现有研究多从中介变量视角揭示传导

内容(认知失调、情绪感染、观察学习等), 但未回

答传导过程本身是如何发生的。 

本文提出心理状态的跨情境再激活作为扩散

传导的作用机制, 包含状态残留(领域 A 心理状态

的持续存在)、情境过渡(不同的领域、任务或角色

等变化)、状态再激活(领域 B 中残留状态被线索

触发并激活)三个连续的环节。 

首先, 个体在经历领域 A 后, 转化阶段所激

活的核心心理状态不会立即恢复至基线, 而是会

以静默的残留形式持续存在。残留是心理表征从

活跃加工转向背景激活的过渡形态, 通过突触可

塑性机制自动维持, 并与即时情境解耦以支持离

线加工(Barbosa et al., 2020; Sergent, 2018)。依据

3.2 节的多维激活特征, 领域 A 事件触发的认知、

情绪与行为心理状态同步以残留形式留存, 但基

于事件属性与加工侧重的差异, 各维度残留强度

并不均衡, 会表现为某一维度常占据主导。例如, 

情绪残留源于触发转化阶段激活的情绪状态与心

理能量, 在情绪事件结束后以残留形态持续保留

其现象学特征与身体扰动, 并失去原始意向对象

而转为无对象的背景性心理状态 (马红宇  等 , 

2016; Pineda-Oliva, 2026; ); 认知残留则源于触发

转化阶段生成的认知图式, 包括自我认知、归因

框架与价值评估模式等, 图式作为组织化的知识

结构, 在领域 A 的认知评估过程结束后不会立即

消退, 而是以高可及性的背景激活状态持续存在, 

为后续加工提供稳定思维框架(Nilsson et al., 2017;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 行为残留源于触发转

化阶段习得的行为模式与习惯, 在基底神经节中

固化为潜伏的准备状态, 当相似情境出现时被自

动触发执行(Packard & Knowlton, 2002)。 

其次, 情境过渡是个体在物理空间或心理任

务、角色等方面从初始领域 A 向后续领域 B 转换

的过程(Ashforth et al., 2000; Clark, 2000)。在这一

过程中, 初始领域 A 的情境线索逐渐消退, 后续

领域 B 的情境线索逐步激活, 残留状态在此过渡

中或被维持、或被抑制、或被重构。 

最后, 进入状态再激活。经过情境过渡, 残留

状态以背景激活形式持续存在于个体内。当个体

执行领域 B 任务时, 领域 B 的情境线索与残留状

态发生匹配, 触发状态再激活表现为残留从背景

激活转为前景激活, 与领域 B 特征交互重构, 生

成领域 B 特异性的心理状态表达(Beron et al., 

2025)。再激活并非原始状态的直接迁移, 而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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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B 线索与残留状态双重输入共同塑造的心理过

程。即个体在领域 B 中的反应既受领域 B 本身任

务要求的影响, 也受领域 A 残留状态的影响, 最

终表现为领域 B 的心理与行为变化(Zhou et al., 

2026)。依据 3.2 节的多维激活特征与 3.3 节的残

留主次分化, 领域 A 事件触发的认知、情绪与行

为残留虽同步留存, 但再激活过程因残留类型而

异, 主要呈现三种再激活机制：认知再激活、情

绪再激活与行为再激活。各机制通过特定心理原

则运作, 并常存在跨机制级联。 

认知再激活源于认知残留的再激活, 其运作

遵循认知一致性原则。该原则指个体具有维持认

知系统协调一致的内在动机 (Bein et al., 2023; 

Sinclair et al., 2021), 当领域 B 信息输入激活残留

的认知图式(自我认知、归因框架、价值评估模式)

时, 个体会通过多种机制使领域 B 的认知评估与

前期认知保持一致 , 主要包括认知失调机制

(Festinger, 1957)和自我知觉机制(Bem, 1972)等。

认知失调机制指前期认知与后续行为冲突时产生

心理不适, 驱动个体通过调整认知或行为恢复一

致, 例如个体实施初始环保行为后, 若面临高碳

选择认知冲突引发失调, 促使其调整行为以减少

失调(Nilsson et al., 2017; Van Der Werff et al., 

2014)。自我知觉机制指个体通过观察自身过往行

为推断内在态度, 形成自我认知并定向驱动后续

行为, 例如过往环保行为激活“我是环保的人”这

一自我图式, 为后续情境中的行为选择提供定向

路径(佘升翔 等, 2023;Lauren et al., 2019)。该机制

下亦可产生跨维度级联效应, 认知一致性评估产

生的确认或失调感受, 可激活情绪反应, 进而驱

动行为调整; 或是通过认知直接作用于行为的路

径产生影响。 

情绪再激活源于情绪残留的再激活, 其核心

机制为情感延续机制。其过程为情绪在个体内纵

向延续, 以个体内部的情绪情感体验作为跨领域

溢出的核心载体(Sok et al., 2014)。此处的情感并

非仅指狭义的基础情绪, 而是涵盖以情绪情感为

基础、与之深度绑定的各类内部心理状态, 如心

理能量、心理紧张、自尊等, 这些状态可视为情

感的延伸形式或累积结果。例如, 购前期待情绪

正向溢出至购后忠诚度(Brodschelm et al., 2025)。 

行为残留主导的行为再激活, 通过观察学习

与经验泛化机制运作, 个体无需重新决策即启动

既定反应模式。包含两种形式, 一是基于经验的

工具迁移, 如个体将在工作领域习得的技能、行

为方式等可迁移资源主动应用于其他情境 (Sok 

et al., 2014); 二是基于观察的替代学习, 个体通

过观察他人行为间接习得某种行为模式, 在相似

情境中形成奖励预期并模仿执行 (陈思静  等 , 

2021; Bednar et al., 2012; N. Li et al., 2016 )。例如

Liu 等人(2023)发现, 制造商奖励的溢出效应本质

是观察者通过观察受奖同行的合规行为与奖励结

果的关联, 形成奖励预期并模仿其行为, 该替代

学习过程受渠道关系特征调节。 

三种再激活机制在实际运作中形成复杂的跨

机制级联网络。由于领域 A 事件同步激活多维心

理状态, 残留呈现多维下单维主导特征, 各类再

激活均具备跨维度溢出属性。既有研究中的状态

间协同并存与时序序列衔接, 实质是级联激活的

具体表现 , 情感状态为认知状态提供情绪基础 , 

社会学习强化认知图式的迁移效率 (Kim et al., 

2025; Henn et al., 2020); 级联激活的典型序列为, 

初始事件会通过诱发情绪状态, 进而激活认知重

评, 最终驱动行为迁移(Raza et al., 2024; Ye et al., 

2022)。总的来说, 再激活机制呈现多机制、多维

度的交互影响特征, 即认知、情感与行为三种机

制并非孤立运作, 而是通过跨机制级联形成动态

网络, 共同实现心理状态从领域 A 向领域 B 的跨

域生效。这一特征表明, 溢出效应不是单一维度

状态和机制的直接传递, 而是多维度状态经多机

制交互后在领域 B 生成的综合性心理与行为表达。 

3.4  效果表现阶段 

溢出效应最终表现为在后续领域 B 产生何种

影响, 其影响体现为效果表现阶段下可观测的心

理与行为变化。本文从心理学研究本位出发, 沿

影响内容与影响方向两条主线对溢出效应进行划

分。但内容与方向并非独立维度, 而是交互嵌入

的关系, 即正向与负向的效价常是渗透于情绪、

认知、行为三种心理内容之中, 形成差异化的综

合表现形态。 

3.4.1  基于影响方向分类 

影响方向则依据变化的建设性或阻碍性后果, 

划分为正向溢出与负向溢出。正向(积极)溢出指心

理状态跨领域扩散产生建设性影响, 对后续心理

与行为起正向推动作用; 负向(消极)溢出则表现

为负面心理状态、偏差认知或不良行为习惯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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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域扩散 , 产生阻碍性、破坏性后果 (Lourel 

et al., 2009)。 

由于负向溢出危害更大, 早期负向溢出研究

长期占据主流。前人研究表明了负向溢出与高血

压、抑郁、身体健康变差、酗酒、心理痛苦等严

重后果直接相关(Barnett & Marshall, 1992; Frone 

et al., 1997; Grzywacz & Marks, 2000)。由此 , 

Dilworth (2004)在家庭−工作负向溢出研究中首次

系统、多维度梳理其预测因素, 构建了人口学、

时间投入、家庭满意度三大类预测体系, 并揭示

父母群体的差异化影响机制。除此之外 , Casper

等人(2007)研究针对负向溢出(工作−家庭冲突)的

方法学上的核心问题进行探究, 得出方法学上存

在静态、个体、单源、同质化的四大系统性缺陷, 

因果推断与外部效度严重不足。 

然而,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实践

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 正向溢出的生成

逻辑与强化路径渐成热点 (Don et al., 2025; 

Sabherwal & Sparkman, 2025)。当前正向溢出效应

的研究核心主要聚焦于两大方向, 一是系统解构

其生成的内在逻辑, 深入挖掘心理机制、个体特

质、情境因素等关键影响变量(Henn et al., 2020; Li 

et al., 2016; Wiese et al, 2010 ); 二是探索正向溢

出效应的影响后果及其强化路径, 如积极溢出对

减轻个体压力、增强心理幸福感、提升家庭和生

活满意度等方面的正面影响 (徐姗  等 , 2022; 

Grzywacz & Marks, 2000); 此外父母间积极溢出−

交叉对儿童和家庭的心理健康、福祉及积极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Don et al., 2025)。近年来也在探讨

如何促进积极溢出效应, 通过科学干预将个体在

单一领域的优势资源转化为跨领域成长的持续动

力 , 为个体与社会层面的积极发展提供理论支

撑。例如, 研究表明正向溢出效应的放大可通过

外部环境的干预实现, 如互动场景的搭建与制度

实践的完善, 能够进一步强化正向溢出背后的心

理 机 制 , 从 而 放 大 其 积 极 影 响 (Sabherwal & 

Sparkman, 2025)。 

正向溢出与负向溢出并非简单镜像关系, 前

人研究表明正向溢出与负向溢出在溢出强度、作

用机制、边界条件等维度上存在不对称, 不能简

单视为同一机制的正负表现。本文聚焦于作用机

制与边界条件两个核心维度展开分析。在作用机

制上,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 个体心理资源具有有

限性与波动性(Hobfoll, 1989;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负向溢出主要由资源损耗驱动, 高

强度外部压力、突发需求冲击或长期自我调节耗

竭, 会削弱领域边界控制力, 使负面状态向外扩

散(Felisberti & Fernandes, 2024; Kong et al., 2025; 

Paquette et al., 2025); 正向溢出则依赖资源增益

与积极情绪延续, 工具性资源复用、积极体验累

积推动优势跨领域迁移 (Greenhaus & Powell, 

2006; Sok et al., 2014)。简言之, 负向溢出是损耗

破界, 正向溢出是增益延展, 二者机制完全不同。

在边界条件上, 负向溢出触发阈值低、影响广且

破坏性强; 正向溢出触发门槛高、影响温和且依

赖特定情境(王鸿飞 等, 2026; Jones et al., 2019; 

Lourel et al., 2009; Wiese et al., 2010)。基于正向溢

出效应的建设性价值与负向溢出效应的潜在风险,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对溢出效应应用价值与社

会意义的关注。可通过利用正向溢出效应的扩散

规律, 同时构建有效的负向溢出规避机制, 实现

跨领域影响的优化升级。 

3.4.2  基于影响内容分类 

影响内容指后续领域 B 关注何种心理状态发

生变化。再激活虽涉及多维心理变量, 但分类以

核心关注维度为准, 聚焦情绪状态者为情绪溢出, 

聚焦认知加工者为认知溢出, 聚焦外显行为者为

行为溢出。 

情绪溢出关注的是特定情境中产生的情绪体

验持续影响并迁移至另一情境的心理过程。这种

情绪的跨领域传递不仅改变个体在新情境中的情

感基调, 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其认知评价与行为表

现(Antonetti & Valor, 2021)。如 Masters 等(2025)

发现, 个体在先前情境中产生的情绪状态能够携

带至后续无关情境, 显著影响其对风险与模糊性

决策的评估, 且自然情境下的情绪溢出效应更为

稳健。认知溢出则是关注思维模式、决策策略等

认知元素跨边界迁移, 影响新领域的认知加工与

问题解决。例如, 在同辈辅助学习研究中发现, 学

习者在与同伴交互过程中形成的信任校准策略会

持续溢出至后续独立学习阶段 (Juvina et al., 

2025)。行为溢出是行为习惯、行为模式向其他领

域的延伸与复制, 是溢出效应研究中实证积累最

为丰富的分支(Galizzi & Whitmarsh, 2019; Jones 

et al., 2019)。如在虚拟社交中形成的互动模式也

可 能 影 响 现 实 中 的 人 际 交 往 行 为 (Harrell & 



第 1 期 熊玉萍 等: 溢出效应的概念、过程机制与数智时代延伸 213 

 

 

Traeger, 2025)。三者相互交织, 情绪溢出为认知

与行为迁移提供情感基础, 认知溢出为行为迁移

提供思维指导, 行为溢出则是前两者跨领域影响

的具体外化。 

3.5  调节因素 

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并非由单一因素线性决

定, 而是嵌入个体属性与所处情境持续互动的动

态系统之中。依据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 个体的心理行为是自身属性与环境特征交

互作用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是溢出效应发生过程

的机制模型, 以领域 A 事件为逻辑起点, 核心在

于阐释心理内容如何从领域 A 生成、传递并在领

域 B 表现。在此过程中, 个体属性与情境特征发

挥的是调制功能而非启动功能, 调节因素不决定

溢出是否发生, 而是塑造已启动的溢出过程的强

度大小、传导效率与最终表现形态。需说明的是, 

某些情境因素(如社会观察)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作

为即时模仿的线索输入而触发溢出, 此时其功能

属于触发转化阶段的前因起点; 当作为持续性的

背景情境时, 则发挥调节功能。本文依据变量在

溢出过程中的时序位置与功能角色进行定位, 位

于过程起点、决定溢出是否启动的纳入触发条件, 

嵌入过程之中、决定溢出强度与方向的则是纳入

调节因素。 

从过程阶段视角看 , 调节因素嵌入触发转

化、扩散传导与效果表现三阶段, 发挥差异化的

调制功能。在触发转化阶段, 调节因素主要影响

事件编码的效率与意义联结的深度, 从而塑造心

理内容的生成质量。个体层面, 如人格特质与认

知思维模式构成编码与联结的过滤器。高神经质

个体因注意偏向负性信息, 对威胁性事件的编码

敏感性更高 , 意义联结更易激活负性自我图式 , 

从而放大负向心理内容的生成; 高尽责性个体则

通过主动注意调控, 优先编码与目标相关的任务

信息, 抑制无关干扰, 使意义联结更具方向选择

性(Suls & Martin, 2005; Spaccatini et al., 2023)。分

析型思维促进对事件属性的精细化拆解与元认知

监控, 延长意义联结的加工深度, 使生成的心理

内容更具认知结构化特征; 整体型思维则加速关

联评估的广度扫描, 倾向于将事件与整体自我概

念快速整合, 生成的心理内容更具情绪整体性但

边界模糊性更强(Mertens, 2025)。情境层面, 如前

后行为的相似性与难度差异直接影响触发转化的

启动门槛, 领域 A 与领域 B 的行为特征相似性越

高, 行为脚本模式更易激活, 领域 A 的高难度任

务造成深度资源耗竭, 状态渗透性临时升高, 后

续简单任务亦可能受到溢出影响 (Henn et al., 

2020)。 

在扩散传导阶段, 调节因素主要影响残留内

容的可及性、情境过渡的顺畅度以及再激活的效

率。个体层面, 过往行为特征与习惯强度直接决

定残留内容的可及性与稳定性, 高频重复的行为

形成强习惯表征, 其程序残留更易于跨情境自动

激活, 偶发性行为则留下弱残留, 再激活需依赖

更强的情境线索匹配(Behn et al., 2025)。自我认同

与效能信念决定残留内容与核心自我的整合深度, 

高环境自我认同者其环保行为残留与自我概念高

度绑定, 跨情境再激活时更具稳定性, 高自我效

能者则更主动寻求跨情境的行为迁移机会, 促进

残留状态向领域 B 的主动输送 (Greenhaus & 

Powell, 2006)。情境层面, 制度化的边界管理政策

(如弹性工作制、离线权规定)通过物理隔离与规则

约束, 抑制非目标领域残留的渗透; 互动场景的

物质布局(如工作空间的物理隔离、数字设备的专

用化设置)通过情境线索的差异化, 促进残留的自

然衰减与领域特异性再激活(Grzywacz & Marks, 

2000; Kossek, 2016)。 

在效果表现阶段, 调节因素主要影响溢出效

应的最终表达形态、强度与可控性。个体层面, 高

神经质个体在前两阶段生成并保留了更多负性内

容, 在效果表现阶段还因情绪反应性高而放大负

性溢出的表达强度; 高尽责性个体通过行为自律

抑制负性表现的冲动性, 同时通过目标坚持放大

正性表现的持续性 (Grzywacz & Marks, 2000; 

Spaccatini et al., 2023)。分析型思维或是个体拥有

能动性可放大积极溢出, 而整体型思维或是个体

被剥夺能动性则可放大消极溢出 (或无溢出 ) 

(Mertens, 2025; Spaccatini et al., 2023)。个人能动

性感知调节溢出效应的可控性体验, 高能动性个

体将溢出视为可调控的过程 , 主动运用认知重

评、注意力分配等策略管理残留状态, 低能动性

个体则被动接受溢出的发生, 更易形成消极溢出

的恶性循环(Mertens, 2025)。情境层面, 如制度化

的支持或约束机制(如员工援助计划、家庭友好政

策)为负性溢出的表达提供外部缓冲, 或为正向溢

出的扩散提供制度性激励 (Grzywacz & 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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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组织环保文化的一致性决定员工是否将工

作场所环保行为视为“合法”的自我表达, 从而影

响其在家庭领域的表现意愿(Sabherwal & Sparkman, 

2025)。 

尤为关键的是, 调节因素与阶段之间并非固

定配对关系, 同一因素可在触发、转化、扩散中

相继激活, 发挥阶段特异性的动态功能。以人格

特质为例, 高神经质在触发转化阶段放大负性编

码, 在扩散传导阶段延缓负性残留衰减, 在效果

表现阶段放大负性表达 , (Grzywacz & Marks, 

2000)。此外, 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并非独立作用, 

而是通过交互调制共同塑造溢出效应的最终表现; 

社会观察(处于公开场合)情境不直接决定溢出的

方向, 而是通过影响个体的外部行为策略, 放大

或削弱能动性、效价所驱动的内部心理过程, 最

终间接调节溢出强度(Mertens, 2025)。组织制度的

边界管理效果受个体人格特质的调节, 高尽责性

个体更善于利用制度化支持, 而高神经质个体可

能因制度约束产生逆反性焦虑, 反而加剧残留渗

透。这种交互调制体现了溢出效应作为系统涌现

现象的本质, 最终表现形态无法由单一因素线性

预测, 而是个体属性与所处环境动态耦合的产物。 

4  数字时代的溢出效应 

数字技术深刻重构个体的生存情境与互动方

式。互动场景从线下延伸至线上乃至虚实同场 , 

互动对象从强关系的熟人拓展至弱关系的网友乃

至算法代理, 互动形式从同步对话延展至异步交

流。这些变革不仅催生了溢出效应的新表现形式, 

更对第 3 节提出的过程机制模型构成系统性检

验。因此, 本部分以过程机制模型为分析框架, 系

统审视数字时代对溢出效应研究的冲击, 并看在

其数字时代下该模型主要发生了哪些变化和表现。 

4.1  心理边界的重构 

过程机制模型将个体主观心理边界的渗透性

视为溢出的结构性前提, 即个体在不同情境或任

务间切换时, 个体主观边界的通透程度决定心理

状态能否跨情境迁移(见 3.1 节)。然而, 数字时代

的典型特征正在颠覆这一切换预设; 个体不再必

然经历物理情境的先后更替, 而是处于多线程任

务并行、虚实身份共现的状态。如虚拟会议下多

项任务在手机屏幕上交替进行, 虚拟社交中的互

动模式与线下人际行为实时交织 (Frontzkowski 

et al., 2025; Lieberman & Schroeder, 2020)。此时, 

传统意义上边界分明的“领域”被消解, 心理边界

不再表现为两个情境之间的“门”, 而更像同一时

空下不同心理线程之间的“防火墙”, 其核心功能

从控制“进入权”转向调节“干扰度”。 

这一变革对心理边界渗透性提出相应挑战 , 

主要体现在渗透的结构形态上。第一, 从线性点

对点渗透转向多向并行渗透。研究表明智能手机、

社交媒体及居家办公等数字应用, 会打破时间、

空间、关系的多重边界, 使工作、家庭、亲子、

伴侣等心理领域相互交织、交叉穿透; 心理边界

不再是单向线性影响, 而是多节点、多层级的并

行渗透, 呈现高度模糊、流动且相互嵌入的特征

(Beigi et al., 2024; Ollier-Malaterre et al., 2019)。需

要强调的是, 这种多向并行仍发生在个体内部的

心理边界之间, 区别于涟漪效应跨个体的社会网

络扩散。第二, 时序从先后序列转向交替互渗。

数字时代下, 社交媒体的无限滚动、短视频的即

时切换、工作消息的随时弹窗, 让信息与任务持

续并行、高频跳转, 打破了传统线性先后的处理

模式, 形成无固定顺序、来回交织的交替互渗特

征(Luo et al., 2025; Mark et al., 2005; Uther et al., 

2018)。 

4.2  触发转化的算法重塑 

如 3.2 节所述, 触发转化是溢出效应的内容

生成机制, 遵循“事件编码−意义联结−状态激活”

的链式加工逻辑。数字技术对触发转化的介入并

非工具替代, 而是重构了各环节的信息输入特征

与加工深度。如算法推荐替代选择性注意, 精准

推送削弱自主关联评估, 高频刺激使状态激活从

阈值突破转向持续性微唤醒。 

首先, 事件编码从主观显著性筛选到算法筛

选下的选择性暴露。算法通过用户画像与行为追

踪, 在信息进入感知登记前完成预筛选, 使编码

的原材料从中性客观事件, 转变为高度个性化的

信息集, 即个体的选择性注意被算法推送叠加甚

至替代(Bozdag & Van Den Hoven, 2014; He & Fan, 

2025)。并表现出当算法推送与个体当前目标一致

时, 编码效率提升; 当算法推送与个体隐性需求

冲突时, 编码可能出现伪显著性, 即个体无意识

地将被算法标记为重要的信息纳入编码, 却缺乏

对信息 真实 相关性 的元 认知评 估 (Epstein & 

Robertson, 2015; Sundar, 2020)。这种算法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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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模式使触发转化的起点从“个体−事件”的直

接交互 , 转变为“个体−算法−事件”的三元交互

(Orlikowski, 1992; Suchman, 2007)。 

接着, 意义联结从自主关联评估转向算法驱

动的意义共鸣。传统情境下, 编码后的信息需与

个体的自我概念、核心价值观、当前目标或角色

认同进行关联评估, 被赋予主观意义与自我相关

性后, 才驱动更深层的心理反应, 是决定事件心

理权重、最具个体特异性的加工环节(欧阳哲 等, 

2026; 万丰华, 陈思静, 2023; 袁博 等, 2024)。数

字情境下, 算法通过精准的内容推送持续制造意

义共鸣的假象, 推送与个体价值看似契合的叙事

框架, 本质是外部算法匹配而非个体自主建构(佘

升翔 等, 2023; Brown, 2026), 如环保主义者持续

接收极端气候新闻, 职场焦虑者被推送内卷叙事

(Lee et al., 2022; Buck et al., 2025)。其后果是双重

的, 一方面, 在算法推送场景中会系统性激活低

意识、高情绪的快认知加工, 绕过个体自主的深

层价值检验, 大幅缩短意义联结到行为转化的时

程(Ma et al., 2025); 另一方面, 外部注入的意义

难以与核心自我整合 , 易形成悬浮型心理内容 , 

缺乏深层自我锚定(Ge et al., 2026)。 

最后, 状态激活从事件性阈值突破到持续性

微唤醒。传统情境下, 基于上述评估的内在心理

状态被唤醒或重构, 形成具体、可跨领域传递的

心理内容, 这一激活通常需要事件性阈值突破方

能产生足够强度的心理内容(如重大工作成就、剧

烈人际冲突)。数字情境下, 算法信息流的高频刺

激使状态激活呈现持续性微唤醒特征, 如短视频

的即时满足、社交媒体的点赞反馈、消息通知的

间歇强化, 构成一种背景性的激活节律(Luo et al., 

2025; Mark et al., 2005; Uther et al., 2018)。由此可

推导, 持续性微唤醒使触发转化与扩散传导的边

界趋于模糊 , 个体始终处于“准激活−准残留”的

叠加态, 溢出的触发门槛系统性降低, 后续传导

效率持续性升高。 

4.3  扩散传导的数字化变异 

如 3.3 节所述, 扩散传导阶段的核心机制是

心理状态的跨情境惯性, 包含状态残留、情境过

渡与状态再激活三个连续环节。数字情境对这三

个环节产生系统性重塑 , 首先 , 在数字情境下 , 

算法通过推送通知、消息提醒等方式持续回传领

域 A 线索, 形成残留的间歇性刷新, 衰减曲线被

人为拉长(Mark et al., 2005)。这种算法介入的残留

维持, 直接改变了情境过渡的调节功能, 传统情

境下物理空间转换提供过渡期, 个体完成情境解

耦检验(Ashforth et al., 2000), 数字情境下物理边

界消除使切换趋于无缝化, 但消息弹窗、推送通

知不断截断过渡, 形成碎片化模式(Kossek, 2016; 

Uther et al., 2018)。因此, 情境过渡的上述变化并

非其本身的独立变异, 而是残留被算法持续刷新

后的连带效应, 当残留无法自然衰减, 过渡阶段

面临的多残留竞争加剧, 解耦检验的认知负荷超

载, 调节功能趋于失效。进而, 状态再激活的触发

逻辑随之改变, 领域 B 的自然线索需与多个被算

法维持的残留源竞争 , 再激活的方向更难预测 , 

三种状态再激活机制的级联时序更易被打乱。 

4.4  效果表现的新特征 

结合数字时代虚实融合、算法介入、信息高

频触达等典型特征, 溢出效应在结果呈现层面可

能呈现以下趋势。第一, 负向溢出的显性化倾向

更明显。信息过载、社交比较、工作生活边界模

糊等常态化数字体验, 更易诱发压力、焦虑等负

性心理, 这类状态跨域传递后, 效果更易被感知; 

而积极体验的溢出相对温和、隐蔽。第二, 数字

情境进一步放大了正负向溢出的机制不对称性。

传统情境下负向溢出源于损耗破界、正向溢出源

于增益延展, 数字技术使这一不对称更趋显著。

如工具性资源的无缝复用(如云端协作、即时通讯

跨域切换)降低了正向溢出的门槛, 但算法推送的

碎片化内容使正向体验更浅层、更易消散; 同时, 

持续性微唤醒使负面残留被间歇性刷新, 个体长

期处于准损耗状态, 负向溢出虽更隐蔽, 却更具

累积性与爆发性。由此呈现正向浅层化、负向隐

蔽化的新特征。第三, 多维度溢出呈混合整体的

特征更突出。数字环境下情绪、认知、行为高度

联动、相互渗透, 溢出更常表现为复合式、整体

性心理行为变化, 其研究关注也从聚焦单一维度

更多的转向心理行为的综合效应。 

4.5  调节因素的拓展 

过程机制模型强调个体属性与情境特征对溢

出效应的过程调制(见 3.5 节)。数字时代对调节变

量域的核心拓展在于, 人机互动成为个体生存的

常态情境, 人与智能体的交互特征不再仅仅是情

境变量的子集, 而是具备独立调节功能的变量维

度。具体而言, 从交互对象属性、交互过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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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历史累积三个层面, 系统梳理人机交互特征

对溢出效应的调节机制。 

第一, 基于交互对象属性的调节。如 AI 的拟

人化程度, 研究表明高拟人化的 AI (如具备人类

面部特征、自然语言交互能力的社交机器人、陪

伴型聊天机器人)更易被个体视为准社会行动者, 

其触发的心理状态(如信任、情感联结、行为习惯)

更可能迁移至人际情境; 但其 AI 的拟人化存在恐

怖谷效应即高度拟人却非完美的机器人可能引发

人类的不适感, 以及感知到的是人类身份的威胁

(Cihodaru-Ștefanache & Podina, 2025; Guingrich & 

Graziano, 2024)。而低拟人化的 AI (如纯文本工具

类程序、无类人形态的功能型设备)则更接近工具

属性, 溢出效应相对受限(Guingrich & Graziano, 

2024)。 

第二, 基于交互过程结构的调节。像个体对

AI 交互的控制感知(如是否可随时中断对话、是否

可调整个性化设置)调节着溢出效应的方向。高控

制感可能缓冲负面溢出, 即当个体感到可以随时

退出不良交互时, 负面体验更易被锁定在人机情

境内; 低控制感则可能放大负面体验的跨情境扩

散, 即当个体感到被算法困住时, 负面情绪更易

溢出至后续人际互动(Greenhaus & Powell, 2006)。 

第三, 基于交互历史累积的调节。即交互的

历史长度与一致性, 与同一 AI 的长期持续交互可

能形成稳定的准关系, 这种关系模式可成为溢出

效应的独立来源。正如人与宠物互动可溢出至工

作情境(Hughes et al, 2024), 人与 AI 的长期互动

亦可能形成类似的溢出效应。交互的一致性(即

AI 的行为模式是否可预测)调节着这一历史效应

的方向, 一致的交互历史增强信任溢出, 不一致

的交互历史则可能放大不信任的扩散。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围绕溢出效应概念边界不清、机制解释

碎片化、数字时代新情境回应不足这一核心问题

展开系统性综述。通过概念谱系重构、过程机制

整合与数智时代情境适应, 本文提出一个能够贯

通从领域 A 事件输入到领域 B 后续表现的溢出过

程机制的理论解释框架, 并且对该模型进行了数

字时代的适应性理论拓展。 

5.1  研究主要结论与理论意义 

第一, 本文重构了溢出效应的理解框架, 提

供了统一的概念语法。本文通过传递主体、传递

方向、结果意图性与扩散结构四维辨析坐标, 重

构了溢出效应的概念谱系 , 将其界定为个体内

部、跨情境同向、非意图性的点对点迁移过程。

这一界定澄清了溢出与补偿、交叉、涟漪等邻近概

念的边界,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判别基准。 

第二, 本文整合了碎片化机制解释, 提出过

程链条导向的模型。针对现有研究对认知失调、

自我知觉、社会学习迁移等中介路径并行罗列而

缺乏统一机制框架的困境, 本文借鉴生活空间逻

辑与 S−O−R 框架, 提出“结构性前提−触发转化阶

段−扩散传导阶段−效果表现阶段”为主轴的溢出

产生过程机制模型 , 并在模型中细化为状态残

留、情境过渡与状态再激活等功能环节。该模型

的关键贡献在于, 将溢出效应从静态现象转化为

可追踪、可检验的时序过程, 从而为后续研究提

供了更明确的机制靶点与证据链设计方向。 

第三, 本文在不颠覆核心模型的前提下, 实

现了数字时代的适应性理论拓展。数字技术改变

了溢出效应发生的边界条件与证据形态：心理边

界由传统的领域切换转向更复杂的跨线程调节 ; 

触发转化由个体−事件二元交互扩展为个体−算法

−事件三元交互; 扩散传导由残留衰减后的单次

过渡演化为算法锚定下的多残留竞争与碎片化过

渡; 效果表现阶段在数字时代呈现负向显性化相

对增强的趋势。由此, 本文将既有过程模型拓展

至数字情境, 使其能够回应虚实同场、人机边界

模糊与信息高频触达等溢出效应研究的新挑战。 

5.2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尽管本文在理论整合方面取得了系统推进 , 

仍存在若干局限, 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可落地的

方向。第一, 边界渗透性的方向不对称性有待进

一步纳入模型。当前框架为维持简洁性将渗透性

作为整体构念处理, 未来研究可通过测量与实验

操纵, 检验不同方向上基线宽度与调控成本的差

异效应, 并拓展至线上−线下、人机−人际等新型

领域组合, 检验其普适性与特异性。第二, 三阶段

过程机制模型仍需更直接的实证检验。目前模型

的关键命题主要基于理论推导与间接证据。未来

研究可通过实验操纵与纵向追踪联合验证。第三, 

对溢出效应神经生理层面的理解仍相对薄弱。为

了更充分解释状态残留与再激活为何发生、如何

维持, 未来研究可借助 fMRI、EEG、眼动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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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不同环节的加工特征是否具有相应的神经基

础。第四, 各阶段是否具有独特的调节因素有待

进一步探索。当前 3.5 节虽按三阶段梳理了调节

因素, 但同一因素可能跨阶段出现, 各阶段调节

因素的一般性与特异性尚未充分厘清。未来研究

可通过元分析或比较实验, 系统识别在触发、转

化、扩散三阶段中分别发挥主导作用的阶段特异

性因素, 建立阶段−核心调节因素的对应, 提升模

型的解释力。同时, 纳入 AI 拟人化、交互控制感

等数字时代新型调节因素, 检验其在数字情境下

的阶段归属与功能变异。第五, 干预转化研究仍

需要从方向性启示走向机制靶点。未来研究可在

组织管理、环境行为、心理健康与人机交互领域

开展机制导向的干预：在组织层面, 通过制度化

边界管理抑制非目标领域残留扩散; 在环境行为

中 , 利用线索与身份标签促进跨领域正向迁移 ; 

在心理健康领域, 面向数字时代持续性微唤醒开

发注意与情绪调节程序; 在智能体交互中, 通过

反馈结构与拟人化策略优化溢出方向与强度。 

5.3  结语 

溢出效应作为理解个体跨情境连续性的核心

透镜, 在传统研究中已形成稳定积累, 但长期存

在概念边界不清与机制解释碎片化的结构性困

境。本文通过四维辨析框架重构概念、通过三阶

段过程模型整合溢出效应的发生过程, 并在数智

时代背景下对心理边界、触发转化与扩散传导进

行适应性拓展, 旨在推动溢出效应研究从现象罗

列转向过程解释, 从传统情境复用转向数字情境

拓展。 

在虚实交织、算法介入与信息高频触达的现

实环境中, 理解并调控溢出效应不仅具有理论价

值, 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它关乎个体如何在

多线程生活中维持心理连续性与行为稳定性。本

文为后续研究提供可操作的理论框架, 并推动溢

出效应研究迈向更清晰、更系统与更具时代回应

能力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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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llover effect: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process mechanism,  
and their extension in the digital age 

XIONG Yuping, ZHOU Xinqi 
(Institute of Brai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China) 

Abstract: As a core construct describing cross-contextual transfers of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states, the 

spillover effect has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other fields. However, it has long been plagued by ambiguous conceptual 

boundaries and fragmented mechanistic explanations, which restrict theoretical accumulation and 

translational intervention. This review aim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psych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s vi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First, based on a four-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consisting of transmitting subject, transmission direction, intentionality and diffusion 

structure, this review clarifi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spillover effect and easily confused concepts such 

as compensation, crossover effect and ripple effect. Second, this review proposes an occurrence mechanism 

model of spillover centered on four sequential phases: structural prerequisites, trigger transformation, 

diffusion and transmission, and effect manifestation. Finally, focusing on the emerging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ontext in the digital era, this review proposes future theoretical extension directions grounded in 

this integrated model. By integrating fragmented empirical evidence and scattered conceptual viewpoints,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dvancing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facilitating cross-contextual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Keywords: spillover effect, psychological boundary, behavioral spillover, digital ag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